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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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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案例，对2000—2017年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经

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大小的

变化。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① 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入强度都

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

度增长较慢。② 2000年—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处

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通常稳步提升，而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多出现波动。③ 从2000年—2017年，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规模效应

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明显上升；④ 创

新效应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

强，应将提升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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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稳居
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大量资源
被消耗、大量污染物被排放到了自然界当中，使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受到显著影响。在
此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受到重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1]，首次将“绿色化”提升至与“新型工业
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等地位，要求“五化”协同发展，体现了国家对
经济增长目的性和可持续性关注度的显著提升。绿色发展理论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在资
源环境承载潜力基础上，依靠高科技，更多地以人造资本代替环境和自然资本，从而提
高生产效率，使经济逐步向低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2]，其核心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同步考虑资源环境保护的问题，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化平衡。对于绿色发展优劣的评价，
实质上是评价经济产出与资源环境投入之间的相互数量关系，是一个效率问题。近年
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有关城市生态效率、能源效率和资源配
置效率、绿色经济效率等研究逐渐涌现，其中，生态效率、能源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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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别体现了绿色经济效率概念的某些方面。Ahmed等学者将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的投入产出效率定义为绿色经济效率，认为绿色经济效率是在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
的基础上，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
利用自然资源和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3]。于婷婷等认为，当前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效
率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4]。陆大道认为，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
非效率的提升[5]。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例如，钱争鸣等对1996—2010年中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并将其与传统
经济效率值的对比，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区域差异，然后考察
了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6]；穆学英等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
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经济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
（市、区） 2005—2014年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对中国 2005—2014绿色经济效率差
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7]；林伯强等构建了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
色经济效率指标，并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8]；刘曙光等测算了中国
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城市群及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并测算了投入产出指标对各城市
绿色发展效率的障碍度[9]；Tao等应用DEA-SBM模型度量了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10]；
Wen等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审视了中国建筑业的区域效率差异[11]。

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涵盖了增长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
方面，其中，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来看，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要素生产效率越高，
经济增长质量越高；从创新能力来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经济
增长质量的关键[12]。经济效率理论认为，企业经济与地方经济效率，都可以被界定为纯
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三部分的共同作用[13-15]。前述有关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研
究中也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创新投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产业结构等是影响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在当前体现出更强的影响力[16]。现有有关
科技创新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效率本身，即创新投入能够产生多少创
新产出，研究的产出因子多为专利、论文等创新的直接产出，例如，曹贤忠等以R&D人
员全时当量、R&D支出经费为投入指标，以专利产出、科技论文数量、新产品产值率为
产出指标构建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DEA 中的 CRS、VRS 模型和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以及空间
分异特征[17]。刘树峰等以R&D人员、经费、新产品开发经费等为投入指标，发表论文、
出版专制、申请专利、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新产品销售额等为产出指标，运
用网络 DEA-SBM 模型、核密度分析、自然断裂点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
2008—2015年中国省际创新总效率及两阶段效率演化动态及其成因[18]。类似地，刘汉初
等[19]、杜志威等[20]、谭俊涛[21]、桂黄宝[22]等也基于类似的指标体系，运用不同的模型方
法，对不同空间单元开展创新效率的分析研究。现有研究中，尚且缺少对于创新投入对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作用强度的量化研究，特别是对于不同时期其作用强度大小的比较。
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丰富经济效率理论的当代解释，明晰创新活动对绿色发展的作
用，并指导区域与城市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多数城市都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
耗产业为主要动力推进的快速发展过程，并逐渐进入向绿色发展转型的阶段，加之香
港、澳门可以作为不同制度和发展进度下的对照对象，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研究不同
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大小变化问题的良好案例区域。此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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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国家创
新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23]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之一是

“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提升城市创新投入是当前大湾区发展
的重要战略之一。同时，《纲要》指出，大湾区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这就要求大湾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在有限的资源投入下，尽可能达到更高的社会经
济产出，同时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该研究有助于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制定相应
政策以达到上述目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对比性，本文选取2000年、2010年、2017年三个年份作为
研究的时点，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经济
效率进行测度，探讨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大小的变
化，并分析其原因。

2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所表述

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如图 1），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等二区九
市。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体量和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1.62万亿元，其中大湾区广东九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9万亿元，占广
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80.7%[24]。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企业和人才加速聚集，信息技
术（IT）、硬件研发、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不断增加，其中部分企业
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技术领先地位。2018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 3.3 万
家，与 2015年相比增加了两倍，总数位列
全国第一，其中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集
中于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大湾区科研论文
和发明专利数量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25]。
2.2 城市创新投入强度的测度

城市创新投入主要包括了人力投入和
资金投入两方面，考虑到不同城市间劳动
人口和经济体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城市
间R&D人员和资金投入的绝对值缺乏可比
性，而 R&D 投入占 GDP 的比例、R&D 人
员占从业人员比例两项指标可以更准确地
体现城市对于创新地投入力度。基于上述
两项指标，采用突变级数法来计算城市创
新投入强度。

突变级数法的理论基础是系统新三论
之一的突变理论，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落

图1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
Fig. 1 The scop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

（审图号GS(2019)4342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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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叉集内的控制变量的取值会使系统的状态发生突变这一性质来构建评价模型。本文

应用该方法计算城市创新投入强度。由于采用了如前所述的2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仅

存在城市创新投入强度1个状态变量，因而采用尖点突变模型，其势函数为和归一公式

分别为：

V ( )x = x4 + ux2 + vx （1）

x1 = c1

1
2 , x2 = c2

1
3 （2）

式中：V ( )x 为势函数； x 为自变量； u 、 v 为系数； c1 、 c2 为导致系统突变的主要、次

要因子；由于2个控制变量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之间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因

而取诸控制变量对应的 x1、x2 的平均值作为该控制变量的取值[26]。

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通过效率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实现

对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对环境压力最小化目标的生产方式[7]。本文所讨论的城市绿色经

济效率，基于资源投入-经济产出-污染产出的角度予以理解和定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

率要求以较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来获取较大的经济产出。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

环境问题演变态势，同时兼顾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并参考已有文献[7,27-29]，本文

选取了社会经济要素、自然资源要素

两类投入要素，以及以经济正产出及

污染负产出组成的产出要素构成指标

体系，每类要素由相关的 2至 3个典

型指标来表征。如表 1所示，其中自

然资源投入要素用水、电消耗及建设

用地的投入量表征；社会经济投入要

素用从业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投资额

分别表征人力及财力投入；用 GDP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代表经济

的宏观产出和社会消费水平体现；由

于经济活动中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排

放，因此采用工业“三废”的排放量

在表征负向产出要素。基于指标体

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超效率

（Super CCR）模型来测算城市绿色经

济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基于线性规划模型处理多投

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的常用方法，可以用于衡量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多个相同

类型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或效益。为了进一步对多个同时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分析和评

价，引入超效率DEA模型—Super CCR模型来弥补这一缺陷，以解决多个效率值为1的

决策单元之间的比较。超效率DEA模型如下：

假定要评价 n 个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每个地区都有 m 个投入变量和 s 个产出变

量， xik 表示第 k 个地区第 i 种投入变量， yjk 表示第 k 个地区的第 j 种产出变量。则第 k

个DMU投入产出效率计算公式如下[29]：

表1 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指标类型

投入

产出

类别

自然资源投入

社会经济投入

正向产出

负向产出

指标

用水总量

建设用地总量

电力消耗量

从业人员数量

固定资产投资额

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工业固废排放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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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θ

(CCR)s.t.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
j = 1, j ≠ k

n

Xj λj ≤θXk

∑
j = 1

n

Xj λj ≤Yk

λj ≥0, j = 1, 2, ⋯, n

（3）

式中： Xk 、Yk 为向量； Xk =(x1k, x2k, ⋯, xmk) ；Yk =(y1k, y2k, ⋯, ysk) ； θ表示该决策单元

地区的有效值，即产出相对于投入的有效利用程度； λj 为相对于地区重新构造一个有效

地区组合中第 j 个决策单元的组合比例。

2.4 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采用的各类统计数据来源为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以及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暨
普查局网站，个别缺失数据参考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及Knoema世界数据图谱分析平台。
各城市历年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解译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投入强度时空格局
由表 2、图 2可见，大湾区各城市在 2000年—2017年间，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均持续

提升，但提升幅度有所不同。2000年以来深圳在城市创新方面在大湾区始终位于领先地

位，2000 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测度值为 0.73，与其他城市相比领先幅度较大。广

州、珠海测度值相对较高，分别为 0.57、0.53。珠海、佛山、香港的测度值位于 0.4~0.5

之间。其他城市测度值低于0.4，这其中澳门由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娱乐产业及相关服

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创新方面的投入缺乏；除澳门外，大湾区各城市中在此时期肇

庆的创新投入强度最低，测度值为0.25。

2010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测度值上升到0.94，在大湾区范围内领先幅度进一

步加大。其他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均有

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中山创新投入强度在此期间实现了大

幅提升，2010年其创新投入强度在大

湾区仅次于深圳，测度值达到 0.72。

珠海、佛山的创新投入强度仍然保持

了大湾区范围内相对领先的地位，测

度值分别为 0.70、0.68。广州、香港

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增长与其他多数城

市相比明显偏慢，在大湾区各城市中

的位次明显下降。此时期肇庆仍然为

大湾区除澳门之外创新投入强度最低

的城市，但其测度值 0.45 与 2000 年

相比实现了显著提升。

2017年，深圳创新投入强度测度

表2 200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创新

投入强度测度值
Tab. 2 Measure values of innovation input intensity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H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7

城市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香港

澳门

2000年

0.57

0.73

0.53

0.48

0.30

0.25

0.29

0.31

0.38

0.42

0.22

2010年

0.59

0.94

0.70

0.68

0.51

0.45

0.51

0.58

0.72

0.55

0.25

2017年

0.68

1.00

0.88

0.90

0.70

0.56

0.80

0.75

0.89

0.57

0.31

年均上升量

0.006

0.016

0.021

0.025

0.024

0.018

0.030

0.026

0.030

0.009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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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达到本次计算模型当中的上限值 1。佛山、中山、珠海创新投入强度保持了较快的增

长，测度值分别达到0.90、0.89、0.88。惠州、东莞、江门的创新投入强度值均达到0.70

以上，其中惠州城市创新投入强度提升速度最快。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度提升速度仍

然偏慢，在大湾区各城市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其中香港创新投入强度测度值已与肇

庆相差无几。

综合来看，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 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入强度都实现了显著提

升。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在研究期间始终位于大湾区各城市的首位，并且领先程度明

显，体现了深圳以创新为引领的城市发展战略。佛山、珠海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在研究期

间始终以较高的增长速度保持了在大湾区范围内相对优势的地位。惠州、中山、东莞、

江门等城市2000年创新投入强度相对偏低，但此后随着高速增长已逐渐赶超大湾区平均

水平，这充分体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策略。广州、香港在此期间缺乏对创新投入的

足够重视，创新投入强度被其他多数城市所赶超，这并不符合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地

位和城市功能需求。澳门由于其特殊

的产业结构，且受制于城市规模，城

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未得到有效提

升。创新投入强度的缺乏，是港澳未

来发展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3.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时空格局

由表 3、图 3 可见， 2000 年—

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

惠州绿色经济效率达到了4.51，其他

城市除香港、澳门外均处于 1~2 之

间。惠州市此时期正向产出处于大湾

区各城市中游水平，但其水、电消耗

量很小，特别是电力消耗量在大湾区

11个城市中仅高于肇庆，与此同时，
惠州市负向产出量极小，其中固体废

图2 2000—2017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
Fig. 2 Innovation input intensity values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7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4342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3 2000—2017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值
Tab. 3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7

城市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香港*

澳门*

2000年

1.32

1.65

1.50

1.49

1.21

1.82

4.51

1.40

1.74

2.30

3.00

2010年

1.54

1.62

2.51

1.21

0.94

1.49

2.54

0.79

2.64

2.50

3.50

2017年

1.57

2.37

3.31

0.87

1.03

1.52

0.85

1.18

1.79

3.00

4.00

注：*表示香港、澳门由于部分指标统计口径不同，难以与其

他城市直接比较，因此未纳入模型计算，表中香港、澳门的测度

值实为依据可进行对比的指标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后的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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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均在大湾区各城市中为最低，废气排放量仅高于中山市（该指标

港、澳未能获取数据），因而在本文采用的测算体系下，惠州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十分突

出。香港由于突出的正向产出、澳门由于较低的资源投入，得到了较高的测算效率值。

其他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在此时期并无显著差异。

与2000年相比，2010年部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值有所下降，这主要因为此时期

大幅增加的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其中惠州市绿色经济效率下降明显，尽管固废、废水

排放量仍然相对较小，但水电投入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已无明显优势。东莞、佛山、肇

庆、江门等市绿色经济效率也有明显下滑。深圳市2010年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与2000年相

比变化不大，广州市有所提升。珠海、中山两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明显，这主要是因为

这两个城市正向产出增长速度与其他多数城市相比差距不大，但资源投入增长速度显著

低于其他城市。香港、澳门在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方面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不大，而

正向产出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因此适当提高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值。

2010年—2017年，佛山、肇庆、惠州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持续下滑。中山市效率也

出现下降，主要因为与本世纪前十年相比，中山市水资源消耗量增长速度以及废气排放

量增长速度大幅上升，而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正向产出指标增长速度下滑。广

州、肇庆、江门等城市在此期间绿色经济效率变化不大。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在此

期间绿色经济效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主要因为这些城市在此期间资源投入的增

长速度显著下降，而污染产出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固废和废水排放量实现了

低速增长甚至下降。

综合来看，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和城市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产业发展态势密切

相关。香港、澳门在本世纪初已处于发展成熟阶段，人口增长速度低，产业结构和体量

变动较小，各类资源投入量和污染产出量基本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产值等产出指标

的提升即可以带来稳定的效率提升。大湾区其他城市本世纪以来大都经历了从业人口高

速集聚、产业规模高速增长的过程，人口高速集聚，势必带来城市更高的资源消耗，以

及更高的污染产出，而产业规模增长带来的正向产出的提升，则有可能被产业增长同时

带来的废物排放量的增长所抵消，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研究期间部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出

现下降。2010年后，多数城市从业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产业发

展已相对成熟，低消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到更多重视，高

图3 2000—2017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Tab. 3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7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4342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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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高污染的企业逐渐转型或迁出，因而绿色经济效率实现得以稳定增长。东莞等城

市在经历了高速工业化进城后进入转型期，资源投入、废物产出趋于稳定，因而绿色经
济效率由最低谷实现回升。而大湾区其他多数城市传统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
源，资源投入及废物产出增长速度仍然较高，显著影响了其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值。
3.3 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

为考察不同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大
小，可以依据经济效率理论构建回归模型，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值作为因变量，自变量
由技术效应、规模效应、配置效应三部分构成，其中技术效应由城市创新投入强度测算
值表征，规模效应由城市GDP大小表征，配置效应由产业构成和政策因素共同表征，其
中技术效应变量为考察变量，规模效应、配置效应为控制变量。通过对回归系数的估算
测算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大小。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GEEi = β0 + β1INNi + β2SCAi + β3 ALLSEI i + β4 ALLTHIi + β5 ALLPOH i + β6 ALLPOM i + εi （4）

式中： GEEi 为城市 i 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值； INNi 为城市 i 创新投入强度测度值； SCAi 为

城市 i 的GDP大小； ALLSEI i 为城市 i第二产业产值比例； ALLTHIi 为城市 i 第三产业产值

比例； ALLPOH i 、 ALLPOM i 为政策因素， ALLPOH i 香港赋值为1，其他城市为0， ALLPOM i

澳门赋值为1，其他城市为0； β0 为常数项； β1 ，⋯， β6 为待估系数； εi 为误差项。

分别将粤港澳大湾区2000年、2010年、2017年相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估算相应系
数。同时，考虑到技术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参考既往研究结
论[19]，将模型中创新投入强度数据替换为其他数据年份3年前的数据，即2007年、2014
年数据（1997年数据难以完整获取，本文未纳入计算），另行估算系数。系数估算结果
如表4。

表 4中模型 1采用的 2000年数据，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此时期，大湾区城市创新投
入强度并未对绿色经济效率形成明显作用。规模效应和配置效应中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表4 200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标准化系数估算结果
Tab. 4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estimation of the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7

自变量

INN

SCA

ALLSEI

ALLTHI

ALLPOH

ALLPOM

模型1

0.109
（0.431）

5.847**

（4.281）
0.334

（0.838）

-4.725***

（-6.121）
-2.047

（-1.860）

4.117***

（7.241）

模型2

0.480
（0.826）

-0.777
（-0.885）

0.053
（0.030）

0.486
（0.198）

0.587
（0.783）

0.541
（0.450）

模型3

1.563**

（3.672）
-0.994**

（-2.940）
-2.085*

（-2.061）

0.369
（0.354）

-0.151
（-0.518）

-0.026
（-0.057）

模型4

0.840
（1.290）

-1.230
（-1.344）

-0.350
（-0.211）

0.768
（0.361）

0.457
（0.686）

0.281
（0.264）

模型5

1.358**

（2.971）
-0.903*

（-2.338）
-1.488

（-1.385）

0.564
（0.469）

-0.090
（-0.267）

0.164
（0.304）

注：① 1表中*、**和***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置信水平下显著；② 括号中为 t统计量；③ 表中模型1采

用的是2000年数据，模型显著性为0.018；模型2采用的是2010年数据，模型显著性为0.520；模型3采用的是2017

年数据，模型显著性为 0.399；模型 4 使用的 2010 年数据（将创新投入指标替换为 2007 年数据），模型显著性为

0.399；模型5使用的2017年数据（将创新投入指标替换为2014年数据），模型显著性为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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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指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其中规模效应与绿色经济效率呈明显正相关
关系，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与绿色经济效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在此时期，集聚发展、
规模化发展的工业企业与作坊式的、零型布局的小企业相比，由于存在设施共享、技术
溢出等效应，在生产效率及污染处理效率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因而城市产业规模的扩大
可以较为显著地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此时期香港、澳门第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大湾区
其他城市，但其绿色生产效率测度值与其他城市相比领先幅度不及第三产业占比的领先
幅度，而肇庆等三产比例较低的城市由于更低的污染排放和资源投入，体现出了较高的
绿色经济效率，这使得此时期大湾区各城市第三产业占比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在数量上
体现出了负向关系。特别行政区特殊的体制对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也存在一定影响。

模型2采用的2010年数据，模型拟合效果较差，显著性不足。模型较差的拟合效果
说明选取的自变量不能很好地解释此时期的因变量，换言之，此时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受到了模型之外因素的很大干扰。此时期，由于资源环境限制、国际环境影响以及国内
政策引导等原因，大湾区多数城市在产业方面出现显著变化，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城
市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另一方面，惠州、江门等城市则大力发展
园区经济，吸纳各类企业入驻形成产业园区。在这种高速变动的环境下，与城市绿色经
济效率有关的指标容易受到来自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其难以被简单的模型所
解释。

模型3采用的2017年数据，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此时期，只有创新投入强度和第三
产业占比两项指标估算系数为正，其中创新投入强度估算系数具备较高的显著性和估算
值。同时，规模效应与配置效应中的第二产业占比两项指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
响较为明显。此时期，大湾区绝大多数城市产业发展以具备一定规模，企业，特别是工
业企业多存在于产业园区，有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产业链条，此时产业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难以再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可能会带来更高的资源消耗和污染
排放，进而影响到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港、澳的的体制差异在此时期对绿色创新效率
已无明显影响。

模型4、模型5是考虑到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作用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将
模型2、模型3中创新投入强度测度数据替换为了相应年份3年前的数据，系数估算结果
与模型2、模型3并无显著差异，可以支持前述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从2000年—2017年，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
规模效应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
明显上升。规模效应在城市产业规模较小的时候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可以起到明显作
用，但其作用有上限，当城市产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作用将难以持续发挥，甚至会
起到反作用。配置效应在城市高速发展时期对于绿色经济效率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这
种作用在城市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会被逐渐冲淡。此外，配置效应多由城市自身属性和
性质决定，在稳定发展时期不易在短时间内出现显著变化，难以作为城市提升自身绿色
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创新效应则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而且创新投入对于城市来说是相对能动的，因
此，对于大湾区而言，提升城市创新投入将成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4 结论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案例，对2000—2017年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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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
大小的变化。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
入强度都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佛山、
珠海、惠州、中山、东莞、江门等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快速增长，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
度增长较慢； 2000年—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香港、澳门以及2010年后的深圳、广州等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通常稳
步提升，而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多存在波动；从2000年—2017年，大
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规模效应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
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明显上升；规模效应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作
用当城市产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将难以持续发挥，配置效应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在
城市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会被逐渐冲淡，而创新效应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
增大，对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应将提升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城市
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纵观大湾区21世纪以来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在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快速
增长时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振荡难以避免，但当城市人口基本稳定，城市产业完成
快速扩张、进入转型提升期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提
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需要在控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投入、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尽
可能增加社会经济产出。实现这个目标，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限制城市工业规模，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幅提升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类似于香港、澳门。但香
港、澳门的产业结构是在长期历史原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内地城市很难在短时间内接近
港澳的产业结构，而制造业作为大湾区的突出优势，也不可能将之舍弃，且港、澳的产
业结构存在自身问题，当前也急需通过转型以谋求新的增长路径，因而该途径不能够成
为大湾区城市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手段。另一个途径则是着力提升城市的创新投入
强度，通过创新使得城市产业实现节能减排，同时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价值，提升经
济产出。对于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等核心城市，更强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可以表
现在更多的科技企业、更强的研发能力，这是在当前阶段下有效提升经济产出、提升绿
色经济效率、提升大湾区国际地位的必要途径。对于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城市创新投
入强度的提升可以更多地表现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实现制造业科技含量，减少消耗和污
染，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价值，从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现有研究中对于区域不同时期创新投入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作用强度变化的量化研
究相对较少，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案例对比分析了不同时期创新投入及其他因素对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影响作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经
济效率理论的当代解释，并对区域与城市绿色发展策略的制定能够提供参考。本文仍然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时间分辨率较低，难以反映出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及投入产出
效率演进过程的具体时点；二是未能深入研究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关
系，未能探讨大湾区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及影响机制。上述问题在未来的研
究工作中拟予以深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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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rban innovation input on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periods: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AO Jing1, 2, ZHANG Wenzhong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but large amounts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ome regions, theref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good case study area for exami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to improving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periods, as this area,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enness and the strongest
economic vitalit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ing process driven by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high-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es, and has started the transformation
to gree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intensity of innovation input and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economy in each city
from 2000 to 2017,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the ways and sizes of the impact of urban
innovation input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econom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mainly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Most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novation input intensity from 2000 to 2017. During this
period, Shenzhen wa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innovation input intensity, while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had slow growth in innovation input. (2) From 2000 to 2017,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 of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economy among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economy in cities in the stage of stable development usually
increased steadily, while that in cities in the stage of rapid growth often fluctuated. (3) From
2000 to 2017,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scale effect to innovation effect,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novation input intensity to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4) With the matur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industrial scale,
the innovation effect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economy.
Keyword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novation input density;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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